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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数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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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普遍较低，揭示高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生成的必要条件和组

态条件对释放数据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开放政府数据生态系统

分析框架，并运用NCA和QCA混合方法，基于中国27个省域的数据检验高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生成的必

要条件和组态条件。研究发现，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境是生成高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的必要条件，

其分别在74.70%、77.00%和45.00%的水平上构成瓶颈。高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有供给主导型、供需联动型

和综合驱动型3种生成类型。要提高开放政府数据利用水平，各地政府既要补好“漏水桶”，又要打好“组合

拳”，并注重发挥需求侧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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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范

畴，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模式转变

和推动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掌握了80%以上的信息数据

资源[1]，这些数据资源蕴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价值。《“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提升公

共数据开放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开发利用公共数据资

源，释放数据红利[2]。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

背景下，提高开放政府数据（Open Government Data，
OGD）利用水平，释放数据价值，是政府面临的关键任

务之一。中国从2012年开始践行政府数据开放，截至

2023年8月已经建成226个OGD平台，在开放数量、开

放质量、开放领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然而，2023

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省域）》显示，

中国各省域OGD利用水平普遍较低，利用水平亟待提

升[3]。这表明，尽管OGD在中国蓬勃发展且潜力巨大，

但OGD利用水平却不容乐观，数据无法充分释放蕴含

的巨大价值，也无法满足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社会创

新等领域的需求。

OGD涉及多边利益，其利用过程也往往涉及众多

系统要素，数据的供需不匹配、公众参与不足、社会合

作不充分、互动反馈机制不健全、法规政策不完善等问

题都可能导致OGD利用水平低下。那么，到底哪些因素

在影响OGD利用？这些因素之间应如何组合以生成高

OGD利用水平？哪些因素会构成OGD利用的“瓶颈”？

这些问题随之产生并亟待回答。OGD生态系统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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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数据利用过程面临的复杂环境和互动关系，成为

OGD及OGD利用研究的新兴视角。该视角下，OGD利

用过程发生在一个复杂的OGD生态系统中，不仅需要

政府发布和管理高质量数据，也需要充分调动其他生

态系统主体的参与互动，并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因此，

本研究从OGD生态系统视角入手，探究高OGD利用水

平生成的必要条件和组态条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

期为促进数据利用和领域内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OGD利用的概念本身尚无过多专

门性探讨，也暂未形成相对公认的概念。从既有研究可

以发现，在过程上，OGD利用涉及数据在数据管理机

构、公众、数据开发团体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流动；在结

果上，OGD利用能够创造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并最

终释放数据蕴含的价值 [4-5]。结合上述内容，本研究将

OGD利用界定为以OGD为基本要素，通过数据管理机

构、公众、数据开发团体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反馈，创造

数据产品、提供数据服务、生成新的数据，并最终实现

数据价值增值的循环可持续过程。该定义下，OGD利

用以数据为基本要素，以数据流动为关键进程，以数据

价值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循环可持续为主要特征。

OGD研究早期主要从政府、数据、用户和外部环

境等方面探讨了OGD利用的影响因素。从政府视角出

发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在OGD利用中的主导作用[6-8]；从

数据角度出发的研究强调数据本身的特性 [9-10]；从用

户角度出发的研究则更加关注OGD用户的体验、互动

参与和使用障碍等 [11-13]。也有一些研究讨论了府际竞

争、文化环境、政策法规等外部因素对OGD利用的影 
响[14-15]。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推进，OGD生态系统相关

研究逐步涌现，旨在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审视各复杂因

素对OGD利用的影响，试图找到OGD利用水平不理想

的原因[16]。有关研究可大致分为要素视角和流程视角

两种类型。

要素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主要从OGD生态系统中的

要素结构与特征出发阐释OGD利用，关注OGD生态

系统的构成要素。范丽莉等 [17]测度了中国省级政府的

OGD生态系统建设状况和差异，指出OGD生态系统建

设对OGD利用有积极意义，良好的OGD生态系统应当

考虑环境、主体、客体和价值目标。门理想等[5]认为，包

括数据利用在内的OGD建设成效有赖于各系统要素基

于数据链的互动，并受到开放者行政权力、开发者开发

能力、消费者采纳能力、外部环境等要素特征的影响，

其强调了OGD生态系统中数据池的作用。Erna等[18]认

为OGD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系统中的使用者、

开放平台、受益者等要素相互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为

OGD利用作出贡献，实现单一主体难以产生的效果。

Van Schalkwyk等[19]则强调了OGD生态系统中的中介

机构对OGD利用的重要促进作用，指出中介机构增加

了数据的可访问性、实用性、可持续性和流动性，并有

望使OGD利用民主化。

流程视角下的研究主要从数据流动的不同环节出

发阐释OGD利用，关注数据流动过程和生命周期。张

晓娟等[20]分析了生态系统理论对OGD实践的适用性，

指出OGD的开放、利用和价值释放需要在可持续和动

态的OGD生态系统中实现，数据是系统中各利益相关

者生产、传递、利用和消费的对象。赵需要等[21]构建了

一个OGD生态链结构模型，指出OGD生态链通过数

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和数据资本化环节，实现数据利

用和数据价值释放。侯晓丽等[22]进一步指出，OGD生

态链上各节点以数据流转为核心，按照价值激活、价值

汇聚和价值扩散的顺序实现数据利用和价值释放，各

节点的良性互动是推进数据利用和价值释放的有效路

径。Dawes等[23]和Runeson等[24]发现，建设OGD生态系

统是一种能有效结合现实条件、消除OGD利用障碍并

实现数据预期价值的方法，一般会涉及发布数据、批准

和取得数据、加工数据、理解和反馈数据、利用数据等

内容。Zuiderwijk等[25]结合数据生命周期，归纳了OGD
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强调要从系统视角完善OGD生

态系统中各相互依赖的环节，包括释放和发布数据、获

取数据及相关许可、加工并可视化数据、探讨数据并提

供反馈，以顺利实现OGD利用。

OGD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兴起是对早期研究的

一种反思，表明学术界已然意识到要推进OGD利用，

不能仅关注单向度的数据供给、数据本身或者用户使

用，更应考虑复杂的OGD生态系统，从而改善OGD利

用过程，充分释放OGD的价值 [26]。遗憾的是，OGD生

态系统作为OGD研究的新兴领域，尚在探索阶段，研

究成果相对稀少且多为理论探讨，致使经验证据不足。

既有的实证研究较少从必要性和充分性双重逻辑出发

审视研究问题，且对要素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够，无法回

答“影响因素的必要性和必要程度如何”和“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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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应如何组合”的问题。然而，要在复杂OGD生态系

统中尝试提升OGD利用水平，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这就为本研究创造了空间。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OGD生态系统研究在发

展过程中广泛借鉴了生态系统理论，如信息生态系统

理论[27]、开放政府生态系统理论[28]、商业生态系统理

论[29]等，形成了各有侧重的OGD生态系统模型。随着研

究的推进，OGD生态系统的创新属性得到强调[25]。马

海群等[16]指出OGD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有技术与社会

特征的信息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创新系统。孟雪等[30]进

一步论证了OGD生态系统的创新属性，指出OGD价值

的实现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根据

Moore[31]的观点，创新生态系统被定义为一个囊括了诸

多要素的动态系统结构。随后，Marco等[32]指出，创新

生态系统中不同的主体互相关联，某个主体的生态位变

化会使其他主体的生态位随之变化。Adner等[33]进一步

强调了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指出创新

生态系统是一套协同机制，并注意到外部环境对系统

创新的影响。可以看到，多元主体共存互动，形成一个

价值共创网络，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创新生态

系统理论的题中之义。

OGD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类似的特征。

一方面，创新生态系统能够刻画OGD生态系统中各主

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OGD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

统类似，存在着包括开放者、开发者、消费者、开放平台

在内的众多承担不同功能的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影

响和依赖。例如开发者和消费者有赖于开放者提供的

高质量数据与服务，同时开放者也需要从开发者和消费

者处获取数据和反馈。另一方面，一个完整的OGD生态

系统也涉及相应的外部环境，这与创新生态系统的主

要观点一脉相承。在OGD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互动过

程会受到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

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不仅能够刻画

OGD生态系统中的要素特征，还能较好地体现数据利

用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因此，本研究以创新生态系统理

论为基础搭建OGD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2.2　分析框架

目前，尽管学界对OGD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暂未

形成一致观点，但大多认为构成要素涉及行动主体与外

部环境[17]。其中，行动主体主要包括开放者、开发者、消

费者等，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

等。此外，以数据为链条的各要素的互动逻辑也被考虑

在内，主要包括各行动主体之间的数据流动、反馈和倡

议[5]。在不同类型的OGD生态系统模型中，开放平台未

得到重视。从实践来看，OGD平台是最典型的OGD实现

模式[34]，不仅是各主体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途径，也是

各个主体互动反馈的桥梁。从理论来看，OGD生态系统

强调主体之间的及时、可持续的反馈互动和便利的数据

获取，这有赖于承载了海量优质数据且建设优良的OGD
平台[18]。因此，本研究亦将OGD平台纳入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内

容，设计OGD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见图1）。该分析框架

主要由生态系统主体和外部环境构成，以开放者、开发

者、消费者为生态系统主体，各主体之间以数据链相互

连接，通过开放平台实现互动和反馈，实现数据利用和

价值创造，并受到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的

影响。

开放者是指OGD管理机构，在中国主要指政府部

门，负责数据采集、发布和管理。既有研究表明，开放

者的组织水平、制定标准和政策法规等的能力对OGD
利用水平有重要影响[14]。数据开放者的开放能力越强，

越能提供海量优质数据，从而为数据利用创造良好的

基础。

开发者是指OGD的开发者，如企业、科研团体、行

业团体等，是数据需求主体之一，利用OGD开发数据

产品和服务，在推动OGD利用的同时也是开放者和消

费者的桥梁。开发者的数据开发能力越强，越能挖掘

OGD蕴含的价值，提供丰富优质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从

而提升OGD利用水平[35]。

消费者是指OGD产品和服务的终端使用者，主要

包括民众、社会团体，也包括政府本身。消费者在从数

据产品和服务中获益的同时，也是OGD的重要反馈来

源和数据来源。消费者对数据产品与数据服务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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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影响着OGD能否最终实现增值利用[18]。

开放平台是指OGD门户网站，是数据载体和互动

渠道，以在线平台为主，如中国各省级和地市级政府建

设的OGD线上平台。开放平台是联系OGD生态系统中

各主体的枢纽。建设良好的开放平台能够使行动主体

便捷地获取和反馈数据，提升行动主体的使用体验，对

OGD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6]。

同时，该系统还涉及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

境。OGD伴随着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发展而形成，

而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利用影响着数据采集、存储、传

输、分析、安全保障等环节，对于提升数据利用水平至

关重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培育数据需求和数据

开发者群体，也能为开放者和开放平台的发展提供更

加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利于促进OGD利用[37]。社会环

境的内涵相对宽泛，OGD生态系统相关的研究多强调

民众的信息采纳意愿和能力[5，17]，这反映了民众对数据

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能力和需求意愿是推进OGD利用的

重要社会性因素。

在OGD生态系统中，数据集成于开放平台，并在各

个生态系统主体之间流动，贯穿从开放到价值创造再到

数据回流的全过程，形成连接整个生态系统的数据链

条。具体地，数据最初由开放者通过开放平台发布和管

理，然后流向开发者并被加工成对应的数据产品和数据

服务，接着流向消费者，进而在对应的场景中实现价值

创造。伴随着OGD生态系统中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反馈

互动，各环节的流动过程也会创造和积累新的数据，新

数据成为下一轮数据开放的对象，实现回流和循环。

3　OGD利用瓶颈与组态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方法

必要条件分析法（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是Dul[38]提倡的一种必要条件检验方法，可以弥

补传统回归分析不能发现必要条件的逻辑缺陷，且能

够体现前因条件的必要程度，进行瓶颈水平分析。而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可发现各前因条

件之间的联动关系，适合考察多要素联动影响的复杂

情况[39]。同时，相对于传统回归分析，QCA的要求更灵

活，可处理不同数量规模的样本，且QCA算法基于布尔

代数逻辑，无须考虑遗漏变量造成的偏差[40]。

本研究需要同时探索前因条件对结果的必要性和

充分性，检验必要条件和组态条件，因此NCA与QCA
的混合方法能够较好适配本文的研究目的。首先，采用

NCA检验必要条件，确定各前因条件是否构成高OGD

图1　OGD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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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的必要条件及其必要程度，并进一步找出构

成瓶颈的前因条件。其次，采用QCA检验组态条件，分

析各前因条件之间的联动关系，找出可以实现高OGD
利用水平的前因条件组合。

3.2　样本、变量与数据

3.2.1　样本与变量

研究样本为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及

直辖市），理由如下：一方面，省级政府作为省域最高

行政主体统筹省域OGD工作，是OGD的代表性行动主

体；另一方面，样本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理区域，并呈

现出不同的OGD利用水平，能够反映OGD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利用水平是结果变量，用2023年《中国地方公共数

据开放利用报告（省域）》中的利用层指数衡量[3]。该指

数综合考虑了OGD利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能够全面

合理地衡量OGD利用水平[41]。前因条件包括开放者、开

发者、消费者、开放平台、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

境7个变量。其中，开放者变量用《中国地方政府数据

开放报告（省域）》中的准备度指数衡量，该指数从法

规政策、标准规范和组织推进3个方面综合评估，反映

了数据管理机构在制度设定、重视程度和组织架构方

面的情况，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开放者的数据开放能

力[42]。开发者变量用省域内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从业人员比例衡量[5]，反映了对领域资源的利用能

力[43-44]。消费者变量用各省域人均信息消费规模衡量，

反映了当地数据产品和服务消费能力[17]。开放平台变量

用《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省域）》中的平台层

指数衡量，该指数从数据获取、使用体验、反馈机制等

角度综合评估了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水平[3]。

经济环境变量用人均GDP衡量[38，45-46]，体现了当

地对OGD利用过程的经济支撑能力。社会环境变量用

每10万人受高等教育人数衡量[5]。受高等教育人数会影

响公民对数据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和判断[47]，进而影响

其对数据产品和服务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能力[48-49]。技

术环境变量用软件业务收入衡量[17]，体现了当地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OGD利用过程的技术支撑能力。

为避免因果倒置带来的影响，将所有前因条件的数据

年份滞后于结果变量1年，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情况 
见表1。

表1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利用水平 数据利用水平
2023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省域）》 

利用层指数得分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官方网站

前因条件

开放者 数据开放和管理能力
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省域）》 

准备度指数得分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官方网站

开发者 数据开发利用能力
2022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比例（‰）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消费者 信息消费能力 2022年各省域人均信息消费规模（元/人）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开放平台 平台建设状况
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省域）》 

平台层指数得分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官方网站

技术环境 技术支撑能力 2022年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经济环境 经济支撑能力 2022年人均GDP（元/人）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社会环境 信息采纳意愿与能力 2022年每10万人受高等教育人数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2.2　数据校准

去掉数据奇异值后，以5%和95%分位数为“完

全不隶属”和“完全隶属”，以50%分位数为“交叉

点”，并结合实际情况酌情调整，确定校准点，赋予各

前因条件集合隶属关系。校准点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2。

3.3　高OGD利用水平的必要条件与瓶颈

首先运用NCA开展分析，以识别各变量是否能

单独作为必要条件。NCA结果如表3所示，包括上限

回归函数（Ceiling Regression，CR）和上限包络函数

（Ceiling Envelopment，CE）两种算法的结果。若某个

变量为必要条件，则效应量＞0.1且P＜0.01。表3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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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校准点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校准点 描述性统计结果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利用水平 12.26 0.70 0.42 2.72 3.79 0.30 13.77

开放者 13.01 3.02 0.97 4.72 3.70 0.80 15.14

开发者 4.90 1.91 1.14 2.41 1.29 1.07 6.63

消费者 1 640.38 1 138.95 966.93 1 203.56 241.24 846.27 1 702.50

开放平台 15.34 5.89 0.00 6.01 5.61 0.00 16.10

技术环境 12 294.32 596.45 4.57 2 623.75 4 475.79 0.00 17 613.00

经济环境 122 239.20 69 019.00 51 187.40 75 027.52 23 704.53 44 646.00 143 466.00

社会环境 4 418.80 3 277.00 1 964.50 3 330.48 729.79 1 666.00 4 989.00

表3　NCA结果

变量 算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

开放者
CR 63.00 0.276 0.89 0.310 0.000

CE 100.00 0.361 0.89 0.404 0.000

开发者
CR 88.90 0.094 0.91 0.103 0.248

CE 100.00 0.032 0.91 0.035 0.513

消费者
CR 88.90 0.135 0.92 0.146 0.080

CE 100.00 0.096 0.92 0.104 0.123

开放平台
CR 48.10 0.278 0.89 0.312 0.000

CE 100.00 0.380 0.89 0.425 0.000

技术环境
CR 96.30 0.165 0.90 0.183 0.001

CE 100.00 0.207 0.90 0.229 0.000

经济环境
CR 96.30 0.023 0.94 0.024 0.778

CE 100.00 0.038 0.94 0.041 0.718

社会环境
CR 96.30 0.122 0.92 0.133 0.138

CE 100.00 0.145 0.92 0.158 0.086

示，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境是生成高OGD利用水

平的必要条件，这表明在OGD生态系统中，能力强的开

放者、优质的开放平台和良好的技术环境对于生成高

OGD利用水平是不可或缺的。

瓶颈水平分析可体现结果达到某一水平时前因条

件需要达到的程度，从而发现制约结果的瓶颈 [50]。瓶

颈水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见要达到80%的OGD

利用水平，需要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境分别达到

74.70%、77.00%和45.00%的水平。这表明，要想实现

一个较为理想的利用水平，须警惕开放能力不足以及

平台建设和技术环境不佳造成的“木桶效应”，即无论

OGD生态系统中其他要素状况如何，若开放者、开放平

台和技术环境存在短板，会使整体利用水平不高，整个

系统犹如一个漏水之桶。

3.4　生成高OGD利用水平的组态

利用组态分析可以探究各前因条件是如何组合进

而生成高OGD利用水平的。分析过程中的原始一致性、

PRI一致性和案例频数阈值分别设置为0.80、0.80和1。
考虑到结论的启示度和解的简洁性，本研究汇报了中间

解，结果如表5所示。解中共包含3个组态，案例总体覆

盖度达到0.44，总体一致性达到0.96，各组态中展示了

核心条件、边缘条件和缺失条件的组合情况。

结合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将各组态划分为供给主

导型（组态1）、供需联动型（组态2）和综合驱动型（组 
态3），以下展开分析组态的特征和对应典型案例。

（1）供给主导型。在该类型的组态中，核心条件

主要分布在数据供给侧，包括开放者和开放平台。组态

1是供给主导型的代表，该组态中开放者、开放平台作

为核心条件出现，和技术环境共同生成高OGD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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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其他条件则缺失或者不重要。该类型组态对应的案

例中，高OGD利用水平生成主要依赖良好的供给侧条

件，包括开放实力较强的政府和建设水平较高的OGD

平台，以及良好的技术环境，而数据开发者和数据产品

的最终消费者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属于供给主

导型的OGD生态系统，典型案例有广西和贵州。

以广西为例，其在2023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报告（省域）》中的利用层指数得分为4.98，位

居全国第三。在广西OGD生态系统中，OGD实践得到

了政府长期重视，相应的平台建设也非常完善，呈现出

供给主导的特点。广西OGD工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大

数据发展局统筹推进，该机构是直属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的正厅级机构，长期以来围绕《广西公共数

据开放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条例》

《广西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等代表性

文件，聚焦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与授权运营，持续探索

数据利用创新方式，在引导数据利用、赋能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23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报告（省域）》显示，广西公共数据开放长期保

持领先水平，在2020—2023年省域累计得分排名中， 
4年累计得分为161.96，全国排名第七。广西于2020年 
9月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截至2023年底，平台数据

总量已经超过70亿，包含数据目录近万个，接口调用量

近170万次，累计输出上百个数据应用成果。2022年广

西平台层指数得分为12.58，位居全国第五，紧跟浙江

等数字强省之后，优秀的平台建设水平为数据利用提供

了便捷的调用渠道和反馈互动机制。此外，2022年广西

软件业务收入达到819.65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在供给侧优势的

基础上为OGD利用提供了外部环境助力。

（2）供需联动型。在该类型的组态中，核心条件

分布在数据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包括开放者、开放平

台、开发者。组态2是供需联动型的代表，该组态中开放

者和开放平台作为供给侧的核心条件出现，开发者作为

需求侧的核心条件出现，结合良好的技术、经济和社会

外部环境，共同生成高OGD利用水平。该类型组态对应

的案例不仅拥有开放实力较强的政府和建设水平较高

的OGD平台，还拥有开发利用能力较强的开发者，使得

需求侧拉动作用得到了一定体现，并得到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支持。高OGD利用水平得益于供需两侧条件的共

同作用，因此属于供需联动型的OGD生态系统，典型

 表4　NCA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单位：%

利用水平 开放者 开发者 消费者 开放平台 技术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0 NN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NN NN

50 7.10 NN NN 4.60 NN NN NN

60 29.60 NN NN 28.70 10.80 NN NN

70 52.20 NN 11.70 52.90 27.90 NN 12.70

80 74.70 16.70 35.80 77.00 45.00 NN 32.80

90 97.20 49.50 59.90 NA 62.10 NN 53.00

100 NA 82.30 84.00 NA 79.20 94.40 73.10

注：采用CE计算，NN表示不必要，NA表示必要。

表5　生成高OGD利用水平的组态

变量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开放者 ● ● ●

开发者 ⊗                                  ● ●

消费者 ●

开放平台 ● ● ●

技术环境 ● ● ●

经济环境 ⊗ ●

社会环境 ⊗ ● ●

一致性 0.97 0.95 0.94

原始覆盖度 0.19 0.36 0.31

唯一覆盖度 0.07 0.03 0.00

总体一致性 0.96

总体覆盖度 0.44

注：●/●表示条件出现，其中●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表示

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对结果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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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有山东和安徽。

以山东为例，其在2023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

利用报告（省域）》中的利用层指数得分为13.20，位居

全国第二，呈现出领先的OGD利用水平。在山东OGD
生态系统中，不仅开放者能力和开放平台建设水平优

异，开发者也具有良好的开发能力，为OGD利用提供

了动力，OGD生态系统呈现出供需协同驱动的特点。

一方面，山东在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省域）》中的准备度指数得分为14.93，平台层指数得

分为15.64，均位居全国第二，表明山东OGD生态系统

在供给侧具备显著优势。山东OGD工作由直属于省政

府的山东省大数据局牵头，其围绕《数字山东发展规

划（2018—2022年）》《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2019—2022年）》《2023年新增公共数据开放清单》

等政策文件，带领山东实现政府部门和主要公共事业

单位数据开放全覆盖，省域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和

开放数据总量全国领先，实现地理信息、环境保护、交

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数据深度开放，为OGD利用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从业人员数量众多，具有巨大的数据开发利用潜力，

这为OGD利用创造了需求侧优势。山东结合供需两侧

优势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超越一些沿海发达省份，实现

高OGD利用水平。

（3）综合驱动型。该类型的组态几乎包含了OGD
生态系统中的全部要素，行动主体和外部环境中的变

量共同生成高OGD利用水平，组态3是综合驱动型的代

表。该类型的案例中，政府的开放实力较强且能够提

供高水平的OGD平台，为OGD利用提供了良好的供给

侧保障。同时，需求侧的开发能力和消费能力也表现良

好，为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提供了开发能力支持和消费基

础保证。此外，该类型的案例往往还拥有良好的社会技

术外部环境。高OGD利用水平得益于多维度条件共同

作用，因此属于综合驱动型的OGD生态系统，典型案

例有广东和四川。

以广东为例，该省OGD利用水平在2023年《中

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省域）》中排名全国 
第七，呈现出良好的OGD利用水平。在广东OGD生态

系统中，开放者实力和开放平台建设水平全国领先，且

广东拥有领先的数据开发能力、信息消费能力和优越

的社会技术环境支持，为OGD利用创造了综合驱动条

件。首先，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

属部门，先后颁布了《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年）》《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广

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等相关法规政策，

明确了数据开放利用和共享的基本内容、程序和标准，

为OGD利用提供了坚实可用的数据资源基础和组织保

障。其开放数据平台集成了省内21个地级市和53个省级

政府部门的数据，数据容量全国领先。其次，广东作为

数字经济强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

员比例居于全国之首，数据开发实力全国领先，信息消

费规模也处于全国前列。最后，广东本身拥有优越的社

会技术环境，为OGD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广东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长期全国领

先，2022年本地的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位列全国第一，

且广东吸纳了大量来自各地的高素质人才，为数字技术

的创新应用以及数据产品服务采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

技术基础。

3.5　稳健性检验

为了测试数据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参考既

有研究[51]，采用上调一致性阈值的方法开展稳健性检

验。具体地，将原始一致性阈值从0.80上调到0.85后，

观察新的数据分析结果和上述分析结果的变化。结果

显示，采用更高的原始一致性后，上述分析结果几乎没

有变化。新的数据分析结果中的组态内容、组态数量和

对应参数与表5所示的内容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本

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具备一定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OGD
生态系统模型，将开放者、开发者、消费者视为生态系

统主体，将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作为外部环

境，并考虑开放平台在连接系统要素和促进要素互动反

馈中的作用，在该框架下分析影响OGD利用水平的瓶

颈条件和组态条件。采用了NCA和QCA混合方法进行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境是生

成高OGD利用水平的必要条件，并在相应水平上构成

OGD利用的瓶颈。这表明了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

境对于提升OGD利用水平的关键性作用，也进一步回

答了实现较高OGD利用水平需要上述变量达到何种水

准。QCA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存在生成高OGD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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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3种组态类型，分别是供给主导型、供需联动型和

综合驱动型，不同组态类型体现出不同的变量分布特

征。供给主导型的组态中，核心条件主要分布在数据供

给侧，包括开放者和开放平台；供需联动型的组态中，

核心条件主要分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包括开放

者、开放平台、开发者和消费者；综合驱动型的组态则

涵盖了几乎全部的条件。本研究在OGD生态系统研究

勃兴的背景之下，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一方面

为OGD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提供新的参考，另一方面也

为相关实践提供启示。

一方面，要提高OGD利用水平，应打好“组合拳”。

应当从政府单向度开放数据转向生态系统多主体驱

动，并更加注重数据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反馈和

互动，打造使用者导向和循环式OGD生态系统。另一方

面，要提高OGD利用水平，须补好“漏水桶”。应警惕

开放者、开放平台和技术环境存在短板而造成的“木桶

效应”。政府作为OGD的主导者，应当注重法规制度体

系化搭建和必要的组织建设，不断优化自身数据开放

综合能力，为数据利用链条铸就良好开端，并为OGD
生态系统营造良好外部技术条件。特别地，开放平台作

为OGD生态系统中桥接多方主体的枢纽，在促进数据

利用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瓶颈水平分析

结果表明，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OGD利用水平，对平

台建设的要求是不低的。从实践来看，一些地区的OGD
平台建设在数据发布、互动反馈、权益保护和使用体验

等方面尚有巨大进步空间，应当加强OGD平台建设，

打造透明高效、权益保护得当、供需适配的开放平台，

尽快补齐短板。此外，应注重发挥OGD生态系统中需

求侧的拉动作用。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OGD
生态系统中，需求侧在促进OGD利用中发挥的作用尚

且有限，这无疑不利于OGD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因

此，一方面应该减少数据开发障碍，提供开放接口和调

用指南，必要时设置开发者专区，设置常态化和多样化

的联合创新机制，培育更多信息化人才，最大限度释放

开发者潜能。另一方面，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

更多更丰富的开放数据应用场景，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和数据意识，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OGD利用。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受QCA算法逻辑的有限多

样性 [52]和数据可得性等客观条件限制，当下的变量设

置和赋值与复杂现实难免有异。此外，随着未来OGD
生态系统理论继续发展直至形成相对独立的范畴，当

前分析框架可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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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level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utilization in China remains generally low. Reveal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configurations for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OGD utilization is crucial for unlocking data value and fostering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OGD ecosystem. It combin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configurations for achieving high level OGD utilization across 27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providers, OGD platforms, and techn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generating high level OGD utilization, forming 
bottlenecks at the levels of 74.70%, 77.00%, and 45.00%, respectively. Three types of configurations leading to high level OGD utilization are found: supply 
type, supply-demand type, and comprehensive type. To enhance OGD uti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ddress the leaky bucket issue, adopt a combination 
blow, and focus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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